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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吗?
邹　 萍　 李谷成∗

　 　 摘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中国企业内生于这种非正

式制度之中ꎮ 本文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ꎬ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促

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ꎬ并且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上ꎬ分别与法律环境和行业竞

争形成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ꎮ 在采用明清时期各地区进士分布作为儒家文化代理

变量和使用安慰剂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ꎬ结论依然成立ꎮ 本文进一步研

究发现:儒家文化会通过改善社会信任促进企业社会责任ꎬ且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容

易发生在外来文化冲击程度较低的企业中ꎮ 本文为儒家文化能否融入企业的经营

决策并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部分经验证据ꎮ
关键词: 儒家文化ꎻ社会责任ꎻ法律环境ꎻ行业竞争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０.７

一、引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ꎬ若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ꎬ忽视甚至违背应当履

行的社会责任ꎬ将有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ꎮ 近年来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社会责

任的规定ꎬ试图通过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与指导ꎮ 正式制度比较有效地推动了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ꎬ但是仅依赖正式制度是不够的ꎮ 正式制度只是规定了对企业行为的最低

要求ꎬ而且不健全的正式制度还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陈冬华等ꎬ２０１３)ꎮ 如果

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ꎬ不能获得应有的社会资本效应ꎬ会导致部分

企业无视社会责任ꎬ引发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整体降低ꎮ 此时ꎬ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

发挥了重要作用ꎬ它们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ꎬ为正式制度的完善与作用的发挥提供土壤

(Ｇｒｅｉｆꎬ１９９４ꎻ诺斯ꎬ２００８)ꎮ
企业行为内生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之中ꎬ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中国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ꎮ 儒家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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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ꎬ其内涵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契合ꎮ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经

营通过合法的途径赚取利润是合理的ꎬ但是不能以追求金钱为唯一目的ꎬ强调企业与社会、
环境的和谐发展ꎮ 这与儒家思想中所提出的“不义而富且贵ꎬ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

而»)、“天时不如地利ꎬ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等观点一定程度上相契合ꎮ 而

且儒家思想认为“得道者多助ꎬ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ꎬ即企业只有主动担负起

社会责任ꎬ才能得到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ꎬ获得可持续发展ꎮ 因此ꎬ儒家文化有助于提高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ꎬ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关注其社会责任ꎮ
本文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ꎬ探讨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

响机制ꎮ 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ꎬ本文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ꎬ并充分考虑

现代市场经济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织共存的现状ꎬ分析儒家文化与法律、行业竞争对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交互效应ꎬ为儒家文化能否真正融入现代市场经济提供经验证据ꎬ丰富

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ꎮ 第二ꎬ本文从社会信任角度揭示了儒家文化发挥作用的

路径ꎬ并基于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冲击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异质性ꎬ为解

释儒家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提供理论依据ꎮ 第三ꎬ对儒家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挑战在于其

衡量的科学性ꎬ本文除参考 Ｄｕ(２０１５)等学者以孔庙距离企业的地理邻近情况衡量儒家文化

外ꎬ还采用明清时期各地区进士分布来衡量儒家文化ꎬ对此领域的研究有一定拓展ꎮ 第四ꎬ
本文的结论对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企业的经营决策并发挥其优势作用具有理论价

值与现实意义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儒家文化蕴含着深刻的商业伦理ꎮ 其著名的“义利之辨”即是中国古代对商业伦理的最

早探讨ꎮ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２００９)提出ꎬ“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ꎬ也讲儒家的忠

恕之道”是企业的主要经营哲学ꎮ Ｋａｈｎ(１９７９)也认为儒家文化是推动亚洲“四小龙”经济高

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儒家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ꎬ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各

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Ｆｕ ａｎｄ Ｔｓｕｉꎬ２００３ꎻ杜维明ꎬ２００３ꎻ荣跃明ꎬ２０２０)ꎮ 在对企业的具

体影响方面ꎬＤｕ (２０１５) 发现儒家文化有助于抑制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现象ꎮ 古志辉

(２０１５ａꎬ２０１５ｂ)发现儒家文化有助于降低公司代理成本ꎬ提高代理效率和企业绩效ꎮ 金智等

(２０１７)认为儒家文化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ꎬ而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

及私有产权的存在会削弱这种关系ꎮ 还有研究发现儒家文化有利于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促
进企业创新(徐细雄、李万利ꎬ２０１９ꎻ徐细雄等ꎬ２０２０)ꎮ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儒家文化也有其局

限性ꎬ其中相对落后的思想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ꎬ比如 Ｄｕ(２０１６)发现儒家文化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女性管理者的职业发展ꎮ 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儒家文化在现代企业经济活动中

所发挥作用的认识ꎮ 但儒家文化博大精深ꎬ在对企业的影响方面仍有许多值得挖掘的空间ꎮ
儒家文化的核心观点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很多方面相契合ꎬ推广儒家文化有利

于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ꎬ推动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ꎮ 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经营不能以

追求利益为唯一目的ꎬ在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ꎬ还要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负

责ꎬ强调对人的价值的关注以及对环境、社会有所贡献ꎮ 这与儒家文化中的“仁”“义”“信”
“和”等观念相呼应ꎮ “仁者爱人”(«论语颜渊»)ꎬ即对他人需要有仁爱之心ꎮ 企业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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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要求企业不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ꎬ同时对利益相关者有所贡献ꎬ即是“仁”ꎮ “非其有而

取之ꎬ非义也”(«孟子尽心上»)ꎮ 这里的“义”有尊重他人所有权的含义ꎮ 社会责任要求

企业尊重并维护股东、员工、消费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ꎬ是“义”的体现ꎮ “不宝

金玉ꎬ而忠信以为宝”(«礼记儒行»)ꎮ “信”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基本要求ꎬ唯有诚信经营

才能赢得社会信任ꎬ这是对利益相关者最起码的责任ꎮ “天时不如地利ꎬ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ꎬ普遍和谐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主张ꎮ 企业的社会责任最终追求的就

是企业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ꎮ 此外ꎬ儒家思想鼓励人们多行善事ꎬ认为“得道者多

助ꎬ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ꎮ 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ꎬ将会得到更多利

益相关者乃至国家及整个社会的支持ꎬ最终获得可持续发展ꎮ
从主观上来看ꎬ儒家文化增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利他性动机ꎮ 社会偏好理论对理

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假说提出了挑战ꎬ在个人效用函数中纳入他人利益ꎬ证明了人们不仅关心

自己的利益也关心他人利益(Ｃａｍｅｒｅｒꎬ２００４)ꎮ 个体对社会声誉、社会形象的自我关注是其

社会偏好及行为的激励因素之一(Ｂéｎａｂｏｕ ａｎｄ Ｔｉｒｏｌｅꎬ２００６)ꎮ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家

的社会偏好相关(Ｂéｎａｂｏｕ ａｎｄ Ｔｉｒｏｌｅꎬ２０１０)ꎮ 具有社会偏好的企业家更加关心社会公众对

其个人的评价ꎬ因此其经营的企业往往更倾向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李诗田、宋献中ꎬ２０１５)ꎮ
儒家思想对于“仁”“义”的推崇与利他偏好是一致的ꎮ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对利他性与自

利性孰轻孰重的讨论ꎬ其观点“君子喻于义ꎬ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即强调君子应具

有利他性ꎮ 儒家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家的利他偏好ꎬ进而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在动

机ꎮ
从客观上来看ꎬ儒家文化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施加了舆论压力ꎮ 传统文化会对企业形

成较强的外部舆论压力(毕茜等ꎬ２０１５)ꎮ 随着时代的发展ꎬ中国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

强ꎬ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ꎮ 而儒家文化中“义”“信”等思想观念会更进一

步引导人们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ꎬ激发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意识ꎬ在舆论上形成对企业社会责

任高度关注的氛围ꎮ 因此ꎬ儒家文化有利于对企业形成较强的舆论压力ꎬ促使企业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ꎮ 据此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儒家文化能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ꎮ
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都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

制度力量会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何种影响? 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借助国家强制力对企业的

社会责任行为提出了最低履行要求ꎬ譬如«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当中都有关于企业社会责

任的规定ꎮ 而儒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则从社会规范层面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提出更高

要求ꎮ 与法律不同的是ꎬ尽管社会规范的要求要高于法律要求ꎬ但社会规范缺乏法律的强制

性ꎮ 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此消彼长的替代效应ꎬ还是方向一致的

互补效应ꎬ关键取决于企业行为的最终目标是否只是“满足最低要求”ꎮ
一种情形是ꎬ企业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是为了“满足最低要求”ꎬ以最低标准履行社会责

任ꎮ 在这种情形下ꎬ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ꎬ对正式制度具有替代性治理价值(Ｄｕꎬ
２０１５)ꎮ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需要成本的ꎮ 在既定成本的约束下ꎬ在法律等正式制度约束较

强的地区ꎬ企业更倾向于“满足最低要求”ꎬ其社会责任行为受正式制度的影响较大ꎮ 在正式

制度约束较弱的地区ꎬ儒家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正式制度促进企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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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社会责任ꎮ 此时ꎬ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形成相互替代作用ꎮ
另一种情形是ꎬ企业行为的最终目标并非“满足最低要求”ꎬ而是追求更高的标准ꎮ 在这

种情形下ꎬ非正式制度影响了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和风险态度ꎬ使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而

达到更高的标准ꎬ从而与正式制度形成互补作用(韦森ꎬ２００２ꎻ陈冬华等ꎬ２０１３)ꎮ 譬如ꎬ即便

是在正式制度非常发达的美国ꎬ非正式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ＭｃＧｕｉｒ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传统

文化与法律制度在对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上存在互补效应(毕茜等ꎬ２０１５)ꎻ宗教文

化与法律制度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上具有互补效应(陈冬华等ꎬ２０１３)ꎮ 如同前文所分析的

那样ꎬ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 “信” “和”等观念能促使企业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

己ꎬ将他人的利益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中ꎬ推动企业更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ꎮ 此时ꎬ儒家文

化与法律环境相辅相成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形成互补效应ꎮ
据此ꎬ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说:
假说 ２ａ: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替代效应ꎮ
假说 ２ｂ: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互补效应ꎮ
儒家思想认为“和也者ꎬ天下之达道也” («礼记中庸»)ꎬ即人们应该尽量避免竞争ꎬ

“和而不同”才有益于双赢的实现ꎮ 然而ꎬ行业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下企业在生存与发展的

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ꎮ 行业竞争与儒家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都能对企业的社会责任

起到促进作用ꎮ 那么在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ꎬ二者是否存在交互效应? 企业社会责

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战略决策(周浩、汤丽蓉ꎬ２０１５)ꎮ Ｂａｒｏｎ(２００１)认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应对各种社会、环境压力的一种战略行为ꎮ 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ꎬ企业

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可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支持ꎬ从而在新市场的开拓上更加迅猛ꎬ在
关键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更加有效ꎮ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Ｋｒａｎｚ 和 Ｓａｎｔａｌ(２０１０)也认为履行社会责

任是实现纵向产品差异化的工具ꎬ有助于提高具有社会偏好的消费者购买价格ꎮ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２００２)发现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积累政治资本ꎬ从而获得政府补贴以降低劳动力成

本ꎮ 如果将范围缩小至行业ꎬ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对于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ꎮ 究其根本ꎬ行业

竞争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来源于企业的利己动机ꎮ 由于企业能通过战略性社会责

任行为获得更多资源ꎬ提高自身竞争力ꎬ所以激烈的行业竞争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了

促进作用ꎮ 然而儒家思想不鼓励竞争ꎬ而且它认为“先义后利者荣ꎬ先利后义者辱” («荀
子荣辱»)ꎬ即强调利他动机ꎮ 行业竞争与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作用ꎬ在动机上

是相悖的ꎮ 企业的行为动机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王玮、郑思齐ꎬ２０１８)ꎮ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

中ꎬ企业要优先满足生存需求ꎬ才会考虑更高层次的道德需求ꎬ其行为动机偏向利己ꎬ儒家文

化的影响力下降ꎮ 而在竞争较弱的环境中ꎬ企业生存压力较小ꎬ有利于儒家文化从道德层面

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ꎬ企业的行为动机偏向利他ꎬ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上升ꎮ 因此ꎬ在促进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ꎬ行业竞争与儒家文化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效应ꎮ 据此ꎬ提出以

下假说:
假说 ３: 儒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替代效应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在沪深 Ａ 股上市的公司为初始样本ꎮ 选择 ２００９ 年作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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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年度是因为:(１)根据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要求ꎬ部分上市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正式依照规定披露

社会责任报告ꎻ(２)润灵环球(ＲＫＳ)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才发布社会责任评分ꎮ 样本具体按

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１)因为金融类公司经营特征和会计制度具有特殊性ꎬ所以剔除金融

类上市公司样本ꎻ(２)剔除 ＳＴ 和∗ＳＴ 等经营异常的公司样本ꎻ(３)剔除负债率小于等于 ０ 或

大于 １ 的上市公司样本ꎻ(４)剔除主要变量有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ꎮ 经过筛选ꎬ论文最终得

到５ ０５９个样本ꎬ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 １％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ꎮ 数据来源具体如下:儒
家文化数据通过手工收集整理获得ꎬ具体见变量定义部分ꎻ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和 ＷＩＮＤ 数据库ꎻ社会责任评分数据通过润灵环球(ＲＫＳ)上市公司 ＣＳＲ 报告

评级数据库整理获得ꎻ法律环境评分来源于王小鲁等(２０１７)公布的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

律制度环境评分ꎻ各省份人均 ＧＤＰ、各省份 ９８５ 及 ２１１ 大学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教育

部网站ꎮ
(二)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ꎬ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ＣＳＲ ｉꎬｔ ＝α０＋α１Ｃｏｎｆｕｉꎬｔ＋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Ｄｉ＋Ｙｅａ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εｉꎬｔ (１)

(１)式中:ＣＳＲ 为企业社会责任变量ꎬＣｏｎｆｕ 为衡量儒家文化的各个指标ꎮ 根据本文的理论预

期ꎬ如果假说 １ 成立ꎬ则模型中的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 的系数显著为正ꎬ即儒家文化越浓厚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越强ꎮ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一组控制变量的向量组ꎮ 此外ꎬ模型中进一步控

制了企业个体效应( ＩＤ)、年度效应(Ｙｅａｒ)和行业效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ꎮ 式中ꎬ下标 ｉ 表示企业ꎬｔ
表示年度ꎬｒ 表示行业ꎮ

为了检验假说 ２ 和假说 ３ꎬ构建以下模型:
ＣＳＲ ｉꎬｔ ＝β０＋β１Ｃｏｎｆｕｉꎬｔ×Ｌａｗ ｊꎬｔ＋β２Ｃｏｎｆｕｉꎬｔ＋β３Ｌａｗ ｊꎬ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Ｄｉ＋Ｙｅａ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εｉꎬｔ

(２)
ＣＳＲ ｉꎬｔ ＝β０＋β１Ｃｏｎｆｕｉꎬｔ×Ｃｏｍｐｒꎬｔ＋β２Ｃｏｎｆｕｉꎬｔ＋β３Ｃｏｍｐｒꎬ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Ｄｉ＋Ｙｅａ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εｉꎬｔ

(３)
本文借鉴潘越等(２００９)、张敦力和李四海(２０１２)的做法ꎬ对模型(２)和模型(３)进行移

项整理得到以下模型ꎬ以更好地刻画互补效应及替代效应:
　 ＣＳＲ ｉꎬｔ ＝ δ０＋δ１Ｃｏｎｆｕｉꎬｔ×Ｌａｗ ｊꎬｔ＋δ２Ｃｏｎｆｕｉꎬｔ×(１－Ｌａｗ ｊꎬｔ)＋δ３Ｌａｗ ｊꎬｔ＋δ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Ｄｉ＋

Ｙｅａ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εｉꎬｔ (４)
　 ＣＳＲ ｉꎬｔ ＝ δ０＋δ１Ｃｏｎｆｕｉꎬｔ×Ｃｏｍｐｒꎬｔ＋δ２Ｃｏｎｆｕｉꎬｔ×(１－Ｃｏｍｐｒꎬｔ)＋δ３Ｃｏｍｐｒꎬｔ＋δ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Ｄｉ＋Ｙｅａ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εｉꎬｔ (５)
如果模型中交乘项系数 δ１显著为正ꎬ且大于交乘项系数 δ２ꎬ则为互补效应ꎻ反之交乘项

系数 δ２显著为正ꎬ且大于交乘项系数 δ１ꎬ则为替代效应ꎮ 式中下标 ｊ 表示省份ꎮ
(三)变量定义

儒家文化(Ｃｏｎｆｕ)ꎮ 本文综合参考古志辉(２０１５ａ)和 Ｄｕ(２０１５)的做法ꎬ采用地理邻近性

度量儒家文化的方法刻画其影响力ꎮ 首先ꎬ本文根据第一批至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各省份的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名单手工整理出文庙和书院遗迹的具体名称和地址(共
计 ４９５ 座ꎬ具体分布见图 １)ꎮ 然后ꎬ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百度地图等互联网工具ꎬ手工收集每

个文庙、书院对应的经纬度坐标ꎬ并采用同样方法搜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址

并找到相应的经纬度坐标ꎮ 最后ꎬ利用二者的经纬度坐标ꎬ计算每家上市公司与国家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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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庙、书院之间的距离ꎬ并基于此获取上市公司注册地一定半径范围

内分布的文庙、书院数量ꎮ 本文分别采用上市公司注册地半径 １００ 公里、２００ 公里、３００ 公里

范围内的文庙、书院数量加 １ 并取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儒家文化影响力的代理变量ꎮ 该指标

数值越大意味着企业一定半径内的文庙、书院数量越多ꎬ即儒家文化氛围越强ꎮ

图 １　 被列为全国以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庙、书院分布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文物局网站以及各省份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信息手工整理得到ꎮ)

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ꎮ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主要有两种途径ꎬ一是通过企业披露

的社会责任信息ꎬ二是通过观测企业的所作所为ꎮ 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基于企业披露的社

会责任信息对企业打分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相对更客观可靠(权小锋等ꎬ２０１５)ꎮ 本文采用

润灵环球(ＲＫＳ)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ꎮ 该评分以指数的形式综合评

价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所反映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ꎬ评分数值越大意味着社会责任履行

程度越高ꎮ
法律环境(Ｌａｗ)和行业竞争(Ｃｏｍｐ)ꎮ 借鉴潘越等(２００９)、张敦力和李四海(２０１２)做

法ꎬ本文将这两个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ꎮ 若公司所在地当年法律环境评分高于全国平均得

分ꎬ则法律环境(Ｌａｗ)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法律环境评分来源于王小鲁等(２０１７)公布的市场中

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ꎮ 由于该评分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所以研究法律环境的影响时ꎬ
样本年度也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ꎮ 若公司当年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ꎬ则行业竞

争(Ｃｏｍｐ)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ꎮ 关于行业竞争程度ꎬ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的标准差越大说明行业

内企业差异越大ꎬ行业竞争程度越低(Ｎｉｃｋｅｌｌꎬ１９９６ꎻ陈志斌、王诗雨ꎬ２０１５)ꎬ本文以此作为其

测度方法ꎮ
控制变量ꎮ 参考贾明和张喆 ( ２０１０)、古志辉 ( ２０１５ａ)、 Ｄｕ ( ２０１５) 以及 Ｂｅｃｋｅｒ 和

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９)的做法ꎬ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公司规模(Ｓｉｚｅ)、财务杠杆(Ｌｅｖ)、资产报酬

率(Ｒｏａ)、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Ｐｉｓ)、公司产权性质(ＳＯＥ)、股权集中度(Ｓｈｒｃｒ１)、控制权和

所有权分离度( Ｓｅｐａｒ)、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Ｄｕａｌ)、高管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政治关联

(Ｐｏｌｉｔ)、独立董事所占比例( Ｉｎｄｅｐ)、董事会规模(Ｂｏａｒｄ)ꎮ 此外ꎬ为了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和教育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ꎬ本文还控制了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高等教育水平(Ｕｎｉｖｅｒ)、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

(Ｅｄ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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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１ꎮ

　 　 表 １ 　 　 变量选择与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企业社会责任 ＣＳＲ 根据润灵环球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衡量

儒家文化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公司注册地半径 １００ 公里范围内国家以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文庙、书院数量加 １ 并取自然对数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公司注册地半径 ２００ 公里范围内国家以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文庙、书院数量加 １ 并取自然对数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公司注册地半径 ３００ 公里范围内国家以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文庙、书院数量加 １ 并取自然对数

法律环境 Ｌａｗ 虚拟变量ꎬ若公司注册所在地法律环境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取值
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行业竞争 Ｃｏｍｐ 虚拟变量ꎬ若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水平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ꎬ取值为 １ꎬ
否则取值为 ０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Ｐｉｓ 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和

股权集中度 Ｓｈｒｃｒ１ 公司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

产权性质 ＳＯＥ 虚拟变量ꎬ如果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ꎬ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两权分离度 Ｓｅｐａｒ 控制权(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与所有权(实际控制
人拥有上市公司所有权比例)之间的差值乘以 １００

两职兼任 Ｄｕａｌ 虚拟变量ꎬ如果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ꎬ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高管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虚拟变量ꎬ如果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女性ꎬ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政治关联 Ｐｏｌｉｔ 虚拟变量ꎬ如果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经在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人大、政协
等机构工作ꎬ取值为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

独立董事比例 Ｉｎｄｅｐ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

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Ｌｅｖ 总负债 / 总资产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公司总资产(元)的自然对数

资产报酬率 Ｒｏａ 利润总额 / 总资产

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人均 ＧＤＰ(元)ꎬ为便于研究缩小 １０００ 倍

各省份高等教育资源 Ｕｎｉｖｅｒ 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 ９８５ 及 ２１１ 大学数量的自然对数

各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 Ｅｄｕ
按照现行学制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６ 岁及 ６ 岁以上人口)ꎬ大专及以
上文化程度按 １６ 年计算ꎬ高中 １２ 年ꎬ初中 ９ 年ꎬ小学 ６ 年ꎬ文盲为 ０
年ꎮ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ꎮ 社会责任变量 (ＣＳＲ) 均值为 ３７. ８０２ꎬ中值为

３４.７４８ꎬ均值略高于中值ꎬ说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相对较高的样本公司较多ꎻ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Ｃｏｎｆｕ２００、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的均值(中值)分别为 １.８１４(２.０７９)、２.６９９(２.７７３)和 ３.３１５
(３.４３４)ꎬ说明随着公司注册地半径范围的扩大ꎬ所囊括的文庙、书院数量逐渐增多ꎻ法律环

境变量(Ｌａｗ)的均值为 ０.３４１ꎬ说明总体而言处于法律环境相对较好地区的公司大约占

３４.１％ꎻ行业竞争变量(Ｃｏｍｐ)的均值为 ０.４５３ꎬ说明总体而言 ４５.３％的公司所处行业竞争较

为激烈ꎮ 控制变量方面:财务杠杆(Ｌｅｖ)的均值与中值分别为 ０.４９０ 和 ０.５０７ꎬ说明样本公司

的财务杠杆大概控制在 ５０％左右ꎻ股权集中度(Ｓｈｒｃｒ１)的均值为 ０.３８８ꎬ说明样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 ３８.８％ꎬ符合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的特点ꎻ两权分离程度

(Ｓｅｐａｒ)均值 ５.３８２ꎬ说明样本公司的两权分离程度较大ꎻ独立董事比例( Ｉｎｄｅｐ)的均值为

０.３７３ꎬ说明样本公司的独立董事人数占比基本达到了证监会要求的 １ / ３ 以上的比例ꎻ其他控

制变量详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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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ＳＲ ５ ０５９ ３７.８０２ ３４.７４８ １２.４０４ １３.３３０ ８７.９５０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５ ０５９ １.８１４ ２.０７９ ０.８００ ０ ３.２１９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５ ０５９ ２.６９９ ２.７７３ ０.８９６ ０ ４.０４３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５ ０５９ ３.３１５ ３.４３４ ０.９０８ ０ ４.６６３
Ｌａｗ ２ ７８９ ０.３４１ ０ ０.４７４ ０ １
Ｃｏｍｐ ５ ０５９ ０.４５３ ０ ０.４９８ ０ １
Ｐｉｓ ５ ０５９ ０.４６０ ０.４９０ ０.２４９ ０ １.００９
Ｓｈｒｃｒ１ ５ ０５９ ０.３８８ ０.３８６ １６.２８３ ０.０３４ ０.８９４
ＳＯＥ ５ ０５９ ０.６２７ １ ０.４８４ ０ １
Ｓｅｐａｒ ５ ０５９ ５.３８２ ０ ９.１７２ －９２.９６７ ４５.１４９
Ｄｕａｌ ５ ０５９ ０.８４４ １ ０.３６３ ０ １
Ｇｅｎｄｅｒ ５ ０５９ ０.１３７ ０ ０.４２５ ０ １
Ｐｏｌｉｔ ５ ０５９ ０.３９６ ０ ０.４８９ ０ １
Ｉｎｄｅｐ ５ ０５９ ０.３７３ ０.３５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１ ０.８００
Ｂｏａｒｄ ５ ０５９ ２.２０８ ２.１９７ ０.２０９ １.３８６ ２.８９０
Ｌｅｖ ５ ０５９ ０.４９０ ０.５０７ ０.２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９７５
Ｓｉｚｅ ５ ０５９ ２２.９３７ ２２.７９４ １.４６９ １８.２６６ ２８.５０９
Ｒｏａ ５ ０５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３ －０.８２２ ０.４９７
ＧＤＰ ５ ０５９ ５９.６４４ ５８.１４５ ２５.７１７ １０.３０９ １１８.１９８
Ｕｎｉｖｅｒ ５ ０５９ １.３３６ １.２４２ １.０５３ ０ ３.２５８
Ｅｄｕ ５ ０５９ ９.４０６ ９.０５７ １.２０３ ４.２２２ １２.３８９

本文以儒家文化变量的均值为界限将样本分为两组ꎮ 儒家文化取值大于或等于该变量

均值的样本组被定义为儒家文化影响力强组ꎬ小于该变量均值的为儒家文化影响力弱组ꎮ
表 ３ 报告了基于儒家文化影响力强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值和均值所做的差异性检验ꎬ检
验结果表明:在儒家文化影响力强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中值和均值都明显高于在儒家

文化影响力弱的地区ꎬ即便随着距离公司所在地半径范围的扩大(从 １００ 公里扩大到 ３００ 公

里)ꎬ这种差异依然显著存在ꎮ 该检验结果初步说明儒家文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ꎮ

　 　 表 ３ 　 　 企业社会责任变量 ＣＳＲ 的均值和中值差异性检验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强 弱 差异检验 强 弱 差异检验 强 弱 差异检验

ＣＳＲ
均值 ３９.１２７ ３７.５４３ １.５８４∗∗∗

(４.５５２)
３８.４１３ ３７.１３１ １.２８２∗∗∗

(４.３６３)
３８.２７９ ３７.０３２ １.２４７∗∗∗

(４.３６３３)

中值 ３５.９５５ ３４.５７ １.３８５∗∗∗

(１９.２５８)
３６.０１５ ３４.５７ １.４４５∗∗∗

(２１.８０４)
３５.４９ ３５.０２ ０.４７∗∗

(３.７５２)
　 　 注:均值检验采用 ｔ 检验ꎬ中值检验采用连续修正的 ２ 检验ꎬ括号中分别为 ｔ 值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 ２ 值ꎬ∗∗、
∗∗∗分别表示在 ５％、１％水平上显著ꎮ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儒家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儒家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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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儒家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检验
(１) (２) (３)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０.６６１∗∗∗

(３.２２９)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０.３５４∗∗

(２.０２７)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０.３５６∗∗

(２.０８８)
Ｐｉｓ ２.７２４∗∗∗ ２.６６６∗∗∗ ２.６５０∗∗∗

(３.８８６) (３.７９９) (３.７７６)
Ｓｈｒｃ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５３２) (－０.４４９) (－０.４１０)
ＳＯＥ －０.１３５ －０.２２２ －０.２３０

(－０.３５３) (－０.５８１) (－０.６０３)
Ｓｅｐａｒ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５０１) (－０.６２８) (－０.５７６)
Ｄｕａｌ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６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８) (０.２４４)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４８９ －０.５６５ －０.５６４

(－０.９３６) (－１.０８２) (－１.０８１)
Ｐｏｌｉｔ ０.７３３∗ ０.７１７∗ ０.７０９∗

(１.７２５) (１.６８６) (１.６６８)
Ｉｎｄｅｐ ５.０９２ ５.４１３ ５.４２０

(１.２０８) (１.２８３) (１.２８５)
Ｂｏａｒｄ ３.８５７∗∗∗ ３.８２９∗∗∗ ３.８０３∗∗∗

(４.３０７) (４.２７４) (４.２４５)
Ｌｅｖ －７.１６２∗∗∗ －７.３４９∗∗∗ －７.３２６∗∗∗

(－６.６８７) (－６.８６１) (－６.８４２)
Ｓｉｚｅ ３.６６５∗∗∗ ３.６７７∗∗∗ ３.６７８∗∗∗

(２４.３５) (２４.４１) (２４.４１)
Ｒｏａ －９.１４０∗∗∗ －８.９２６∗∗∗ －８.９０８∗∗∗

(－２.７３２) (－２.６６６) (－２.６６１)
ＧＤＰ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３.６８３) (３.４６７) (３.６１３)
Ｕｎｉｖｅｒ ０.４５３∗ ０.５３２∗∗ ０.５２８∗∗

(１.８３５) (２.１６１) (２.１４３)
Ｅｄｕ －０.７９９∗∗∗ －０.７１１∗∗ －０.７１６∗∗

(－２.８０１) (－２.４９４) (－２.５１３)
常数项 －５６.０３∗∗∗ －５６.８４∗∗∗ －５７.０９∗∗∗

(－１４.１１) (－１４.２０) (－１４.２２)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Ｆ ４７.０４ ４６.８２ ４６.８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６

　 　 注:括号内数值是 ｔ 统计量ꎬ∗、∗∗、∗∗∗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ꎮ 下同ꎮ

列(１)回归结果显示ꎬ在控制公司特征、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地区教育特征等可能的影响

因素之后ꎬ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与企业社会责任变量 ＣＳＲ 正相关ꎬ回归系数为 ０.６６１ꎬ且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这表明公司注册地半径 １００ 公里范围内的文庙、书院数量越多ꎬ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ꎬ即随着儒家文化影响力的增强ꎬ企业更加积极地履行了社会责

任ꎮ 本文进一步采用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和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作为儒家文化代理变量进行检验ꎬ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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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ꎬ与采用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作为儒家文化代理变量时的结果一

致ꎮ 由表 ４ 可知ꎬ儒家文化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ꎬ假说 １ 得到验证ꎮ
(二)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表 ５ 报告了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效应的检验结果ꎮ

　 　 表 ５ 　 　 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Ｌａｗ ５.９６９∗∗∗

(５.８３９)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１－Ｌａｗ) ０.２７８

(１.１６７)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Ｌａｗ ４.４４０∗∗∗

(５.４５４)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１－Ｌａｗ) ０.１６２

(０.６３４)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Ｌａｗ ４.４２２∗∗∗

(５.４３４)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１－Ｌａｗ) ０.１１４

(０.３７２)
Ｌａｗ ２７.６２∗∗∗ １９.０２∗∗∗ １８.７７∗∗∗

(７.１８９) (７.２８８) (７.３０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４０.０４∗∗∗ －４２.３３∗∗∗ －４２.１６∗∗∗

(－７.６２８) (－８.１９４) (－８.１７５)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２ ７８９ ２ ７８９ ２ ７８９
Ｆ ２６.７６ ２６.６０ ２６.５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９

　 　 注:囿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ꎬ备索ꎬ下同ꎮ

列(１)中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变量的交乘项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Ｌａｗ 的系数显著为正ꎬ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１－Ｌａｗ)的系数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ꎬ法律环境变量 Ｌａｗ 的系数显著为正ꎮ 从系数值上

来看ꎬ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Ｌａｗ 的系数大于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１－Ｌａｗ)的系数ꎮ 这一结果表明ꎬ当企业所处地

区法律环境较好时ꎬ不但法律环境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ꎬ而且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

进作用也非常显著ꎬ即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这两种不同的制度能共同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ꎬ二者存在互补效应ꎮ 本文采用另外两个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和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进行检验ꎬ
回归结果与采用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时的结果一致ꎬ这说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比较稳健的ꎮ 综合上述

研究可以发现ꎬ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ꎬ假说

２ｂ 得到验证ꎮ
(三)儒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表 ６ 报告了儒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否存在替代效应的检验结

果ꎮ 列(１)中儒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变量的交乘项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Ｃｏｍｐ 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ꎬ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１－Ｃｏｍｐ)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行业竞争变量 Ｃｏｍｐ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ꎮ 从系数

值来看ꎬ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１－Ｃｏｍｐ)的系数大于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Ｃｏｍｐ 的系数ꎮ 这说明ꎬ在行业竞争程度

比较低的情况下ꎬ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ꎻ在行业竞争程度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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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ꎬ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式微ꎬ行业竞争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驱动力量ꎬ即儒

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上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效应ꎮ 本文进一步

采用另外两个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和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进行检验ꎬ回归结果与采用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时的

结果一致ꎬ这说明检验结果是稳健的ꎮ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ꎬ儒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在促进企业

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ꎬ假说 ３ 得到验证ꎮ

　 　 表 ６ 　 　 儒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Ｃｏｍｐ ０.０３７
(０.１０５)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１－Ｃｏｍｐ) １.０２３∗∗∗

(３.７５３)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Ｃｏｍｐ －０.４１３

(－１.３２４)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１－Ｃｏｍｐ) ０.７６０∗∗∗

(３.２３１)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Ｃｏｍｐ －０.５０８

(－１.５８８)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１－Ｃｏｍｐ) ０.７７５∗∗∗

(３.４４９)
Ｃｏｍｐ １.９４２∗∗ ３.４０２∗∗∗ ４.４９０∗∗∗

(２.２３７) (３.０２６) (３.２８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５.３８０∗∗∗ －５７.１１５∗∗∗ －５７.６６８∗∗∗

(－１２.８００) (－１３.０６０) (－１３.１３７)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Ｆ ３７.６２ ３７.５６ ３７.６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８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关键变量

本文进一步选择明清时期各省份进士的地理分布来衡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力ꎮ 儒家文化

之所以能够得以不断传承ꎬ离不开科举的制度化支撑(干春松ꎬ２００２ꎻ刘海峰ꎬ２００９)ꎮ 各省份

所中进士的数量情况反映出各省份对于儒学的重视程度ꎬ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儒家文化在

该省份的影响力ꎮ 由于到明清时期以儒学为主要考核内容的科举考试才趋于稳定ꎬ本文选

择明清时期各省份进士的地理分布作为儒家文化的另一代理变量(Ｃｏｎｆｕ)ꎬ具体按照该省份

明清时期进士人数总和在全国的排名来衡量ꎬ排名越高意味着该地区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ꎬ
即该变量数值越小ꎬ代表儒家文化在该省份的影响力越强ꎮ 明清时期各省份进士情况有比

较详细的官方记载ꎬ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朱保炯、谢沛霖ꎬ１９８０)进行统计ꎬ详见图

２ꎮ 此外ꎬ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采用“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专业评测体系中

的社会责任总评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变量(ＣＳＲＨ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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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明清各省份进士的地理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ꎬ１９８０)整理得到ꎮ)

表 ７ 为替换关键变量以后的回归结果ꎮ

　 　 表 ７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ＣＳＲＨＸ ＣＳＲＨＸ ＣＳＲＨＸ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ＨＸ ＣＳＲＨＸ ＣＳＲＨＸ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０.２６９∗

(１.６９２)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Ｌａｗ １.６９８∗∗∗

(５.０７２)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１－Ｌａｗ) －０.６３７

(－１.１３５)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Ｃｏｍｐ －０.５３４

(－１.４９３)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１－Ｃｏｍｐ) １.０３２∗∗∗

(３.８４８)
Ｃｏｎｆｕ －０.３０３∗∗∗ －０.１２７∗∗

(－６.５１４) (－２.５３０)
Ｃｏｎｆｕ ×Ｌａｗ －０.５８１∗∗∗ －０.４２７∗∗∗

(－７.８９０) (－５.６３５)
Ｃｏｎｆｕ×(１－Ｌａｗ) ０.０１１ ０.１９９∗∗∗

(０.１７３) (２.６８４)
Ｃｏｎｆｕ×Ｃｏｍｐ ０.２５８∗∗∗ ０.０６６

(３.９２９) (１.１７１)
Ｃｏｎｆｕ× (１－Ｃｏｍｐ) －０.３４５∗∗∗ －０.０６１∗

(－６.３２３) (－１.８４９)
Ｌａｗ ０.００９ ０.５４７ ９.５８３∗∗∗

(０.００７) (０.５６８) (８.６７４)
Ｃｏｍｐ －０.５３４ １.３９０∗ ６.１３６∗∗∗

(－１.４９３) (１.９５３) (７.７１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０２.７０４∗∗∗ －１０５.７２５∗∗∗ －９１.１７０∗∗∗ －４０.８９６∗∗∗ －２１.４０２∗∗∗ －４１.６４５∗∗∗ －１０８.２８６∗∗∗ －１１６.４７５∗∗∗ －９４.６５８∗∗∗

(－２２.１１９) (－１９.４３４) (－１９.５７６) (－６.８２７) (－２.９６３) (－６.９０６) (－１５.２９７) (－１３.３９９) (－１３.３５６)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 ７０２ ４ ４５９ ６ ７０２ ５ ０５９ ２ ７８９ ５ ０５９ ６ ７０２ ４ ４５９ ６ ７０２
Ｆ ２４２.１ ２０２.１ ２３６.１ ３５.９８ ２９.６８ ３３.０７ １８１.３ １４９.０ １７６.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２３ ０.３６２ ０.３３９ ０.１９７ ０.２１４ ０.１９８ ０.３４３ ０.３７８ ０.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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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中ꎬ列(１)—(３)为仅替换企业社会责任变量的回归结果ꎬ列(４)—(６)为仅替换儒

家文化变量的回归结果ꎬ列(７)—(９)为同时替换企业社会责任和儒家文化变量的回归结

果ꎮ 从结果中可以看到ꎬ列(１)、(４)、(７)中ꎬ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的系数显著为正ꎬＣｏｎｆｕ 的系数显著为

负ꎬ说明儒家文化越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越强ꎬ支持假说 １ꎮ 列(２)、(５)、(８)中ꎬ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Ｌａｗ 的系数显著为正ꎬＣｏｎｆｕ×Ｌａｗ 的系数显著为负ꎬ这说明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ꎬ研究结论支持假说 ２ｂꎮ 列(３)、(６)、(９)中ꎬ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１－Ｃｏｍｐ)的系数显著为正ꎬＣｏｎｆｕ×(１－Ｃｏｍｐ)的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儒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ꎬ结论支持假说 ３ꎮ 这些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是比较稳

健的ꎮ
(二)安慰剂检验

虽然实证模型已经控制了地区经济水平、地区教育水平等影响因素ꎬ但仍可能存在其他

无法观测的地域特征ꎮ 对此ꎬ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法间接验证这些可能遗漏的非观测地域

特征是否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ꎮ 首先ꎬ将公司注册地一定半径范围内文庙、书院的数量利

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进行随机打乱ꎬ重新生成儒家文化变量ꎮ 然后ꎬ再次对模型进行回归ꎮ 如果核

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再显著ꎬ则证明非观测地域特征几乎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ꎮ 经检

验ꎬ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再显著ꎮ① 这说明不存在其他无法观测的地域特征的影

响ꎬ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ꎮ

六、拓展研究

(一)儒家文化的影响路径分析

前文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ꎬ本文进一步考察儒家文

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ꎮ 儒家文化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ꎮ 诚实守信为儒家思想中最基

本的为人准则ꎬ被列为“立人五德”之一ꎬ同时也是“百行之源”ꎮ 企业言而有信ꎬ方能真正树

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ꎬ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ꎮ 在社会信任水平普遍较高的环境中ꎬ
一方面ꎬ企业比较爱惜自身声誉ꎬ有较大的动机去主动履行好社会责任ꎻ另一方面ꎬ社会公众

对企业是否失信比较关注ꎬ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比较信任ꎬ但对那些在社会责任上弄

虚作假ꎬ甚至严重不负责任的企业ꎬ会“用脚投票”ꎬ不再支持这些企业ꎮ 因此ꎬ企业所处环境

的社会信任水平可能在儒家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ꎮ
本文借鉴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温忠麟等(２００４)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法ꎬ检验儒家文

化是否可以通过改善企业所处环境的社会信任水平来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ꎮ 社会信任水

平变量(Ｔｒｕｓｔ)采用张维迎和柯荣住(２００２)对中国跨省信任的调查数据衡量ꎬ该变量数值越

大ꎬ意味着当地信任程度越高ꎮ 中介效应检验分为三步展开:第一步ꎬ检验儒家文化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影响ꎻ第二步ꎬ检验儒家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ꎻ第三步ꎬ检验儒家文化和社会信

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ꎮ 前文的模型(１)即为第一步检验ꎬ儒家文化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见表 ４)ꎮ 表 ８ 中ꎬ列(１)为第二步的检验结果ꎬ其中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的系数显著为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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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ꎬ说明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显著地影响了中介变量社会信任 Ｔｒｕｓｔꎬ即儒家文化越浓厚

的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ꎮ 列(２)为第三步的检验结果ꎬ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的系数不

显著ꎬ中介变量社会信任 Ｔｒｕｓｔ 的系数为 ０.０４４ꎬ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而且 Ｓｏｂｅｌ 检验的 ｚ 值
为 １０.９９ꎬ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ꎮ 这说明社会信任变量 Ｔｒｕｓｔ 的中介效应显著ꎮ 论文进一步

采用儒家文化的替代变量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和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ꎬ结论不变ꎮ 上述实

证检验比较稳健地证明ꎬ社会信任在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中介

效应ꎮ

　 　 表 ８ 　 　 儒家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路径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ｕｓｔ ＣＳＲ Ｔｒｕｓｔ ＣＳＲ Ｔｒｕｓｔ ＣＳＲ

Ｔｒｕｓ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４∗∗∗

(８.６７０) (８.９６７) (８.９４０)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１０.９９∗∗∗ ０.１８８

(１６.８３) (０.８３６)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８.５６７∗∗∗ －０.０３８４

(１５.３１) (－０.２０１)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６.８８８∗∗∗ ０.０５６

(１２.５６) (０.３０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８６.７８∗∗∗ －５０.１０∗∗∗ －１０８.１∗∗∗ －４９.８７∗∗∗ －１０８.４∗∗∗ －５０.２０∗∗∗

(－６.８４８) (－１１.７６) (－８.４２８) (－１１.６０) (－８.３５８) (－１１.６４)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５ ０５９
Ｆ ４３２.３ ４０.９９ ４２６.５ ４０.９６ ４１７.６ ４０.９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８６ ０.２６０ ０.７８４ ０.２５９ ０.７８１ ０.２５９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ｚ 值) １０.９９∗∗∗ １０.３６∗∗∗ ８.７９２∗∗∗

(二)外来文化的影响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ꎬ外资大量涌入的同时带来了外来文化ꎮ 不同文化相互

接触ꎬ会产生竞争或对抗ꎬ即文化冲突ꎮ 外来文化可能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

进作用ꎮ 本文通过两种方式来衡量外来文化的冲击程度ꎮ 一种方式是采用是否有外资参股

来衡量ꎬ有外资参股的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ꎬ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大ꎮ 另一种是借鉴金智等

(２０１７)、夏立军和陈信元(２００７)的做法ꎬ采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来衡量ꎬ企业所在地对外开

放程度越高ꎬ外来文化的冲击程度越强ꎮ 具体而言ꎬ若公司注册地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海南、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
海、营口这些经济特区或沿海开放城市的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ꎬ则其所处地区为对外开放程

度较高的地区ꎬ否则为相对较低的地区ꎮ 表 ９ 提供了实证检验结果ꎬ其中儒家文化变量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和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在无外资参股样本组和低对外开放程度样本组中均显著为

正ꎬ而在有外资参股的样本组和高对外开放程度样本组中不再显著为正ꎮ 这表明在外来文

化的冲击下ꎬ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力减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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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儒家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外来文化的影响
Ｐａｎｅｌ Ａ:外资参股

无外资参股组 有外资参股组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ＳＲ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０.９８１∗∗∗ －１.４３９∗

(４.２６１) (－１.６９８)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０.４９３∗∗ －０.２８６

(２.４９１) (－０.４３６)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０.４５８∗∗ ０.１８８

(２.３８４) (０.２９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２.０５∗∗∗ －５３.５８∗∗∗ －５３.８４∗∗∗ －８４.３７∗∗∗ －９０.９６∗∗∗ －９４.２２∗∗∗

(－１１.８３) (－１２.１０) (－１２.１２) (－４.３７５) (－４.７４２) (－４.８８９)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４ ５３８ ４ ５３８ ４ ５３８ ５２１ ５２１ ５２１
Ｆ ３６.０４ ３５.６１ ３５.６０ １０.５２ １０.３８ １０.３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３ ０.４１７ ０.４１３ ０.４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Ｂ:对外开放程度

低对外开放程度组 高对外开放程度组

Ｃｏｎｆｕ１００ ０.６１１∗∗∗ ０.３７４
(２.６７３) (１.０７８)

Ｃｏｎｆｕ２００ ０.４８７∗∗ －０.１８８
(２.０５１) (－０.６２２)

Ｃｏｎｆｕ３００ ０.４８５∗ －０.４７２
(１.７４１) (－１.６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６.９９∗∗∗ －５８.１５∗∗∗ －５８.８０∗∗∗ －５０.８２∗∗∗ －５０.６６∗∗∗ －４９.７９∗∗∗

(－８.６３２) (－８.７８７) (－８.８７５) (－８.０３８) (－７.９８７) (－７.８２８)
ＩＤ /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 ６３８ １ ６３８ １ ６３８ ３ ４２１ ３ ４２１ ３ ４２１
Ｆ ２１.６４ ２１.６１ ２１.７ ２６.２ ２６.２４ ２６.３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２７ ０.３２７ ０.３２８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４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中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ꎬ研究了传统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影响ꎮ 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ꎮ 虽然儒家文化与法律

环境是两种不同的制度ꎬ但是本文研究发现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ꎬ即儒

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强化了彼此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ꎮ 传统儒家文化不提倡竞争ꎬ这
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意识相悖ꎮ 本文研究发现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替

代效应ꎬ即儒家文化与行业竞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ꎮ 最后ꎬ本
文研究了儒家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及异质性ꎬ发现儒家文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所

处环境的社会信任水平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ꎬ而且外来文化的冲击越强ꎬ儒家文化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影响力越弱ꎮ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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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启示如下:首先ꎬ我们需要客观评价儒家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ꎮ
儒家文化在思想上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契合ꎬ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ꎬ促进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ꎮ 而且ꎬ儒家文化不但能与中国现有的正式制度相辅相成ꎬ共同发挥对企业社

会责任的治理作用ꎬ还能改善部分行业竞争不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其次ꎬ我们应当对儒家

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ꎬ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对其加以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ꎮ 最后ꎬ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ꎬ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更加重要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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